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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聚合犯罪的刑法规制

于  冲*

内容提要 网络聚合犯罪作为一种以网络聚合、群体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

犯罪类型，在网络累积效应、溢出效应和聚量效应的影响下，往往具有严重的社

会危害性。但是，由于各行为主体之间既缺乏意思联络，也无共同实行行为，网

络聚合犯罪主要体现为对违规行为、违法侵权行为甚至中立行为、生活行为的

违法性聚合，具有因果关系网络稀释化、实行行为碎片化、主观罪过模糊化等特

征。对此，以实行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刑法理论在行为认定、因果关系判定和罪

过认定上均存在严重的不周延性。对于碎片化、链条化和协作化并存的网络聚

合犯罪模式，应当结合网络聚合犯罪的规律特征，以其所引发的聚量性危害结

果的责任分配为中心，结合传统刑法的义务犯理论，依据行为主体对网络聚合

危害结果同向推进的罪过类型，合理划定网络聚合犯罪可罚类型、可罚状态与

定量标准，实现刑法预防犯罪与防范过度预防犯罪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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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聚合犯罪并非传统犯罪由物理空间向网络空间的简单迁移与叠加，而是经由信

息技术、传播媒介等多元因素的综合影响所形成的犯罪形态“质”与“量”的双重演变，

并在不同层面体现出累积效应、溢出效应、聚量效应并存的特征，这对以实行行为为中心

构建的传统共犯理论体系带来了挑战。刑法针对聚合犯罪实行行为的去中心化和碎片

化，探索出预备行为实行化、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应对思路，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网络聚

合犯罪的刑法规制难题。但是，对于以网络暴力、网络黑灰产、MCN 舆情操纵、一对一

色情直播等协作化、聚量化、频次化的新型聚合犯罪而言，刑法规制仍存在不足。对此，

有必要在厘清网络聚合犯罪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适配网络聚合犯罪的刑法理论，

并系统化审视此类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路径。

一、网络聚合犯罪的内涵与特征

网络犯罪的碎片化以及实行行为的去中心化，使其“聚量性”特征逐步增强，进而

演变为网络聚合犯罪。网络聚合犯罪主要体现为，在没有共同意思联络、缺乏主观明知

的情况下，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和聚合性，将违规、违法乃至中立的行为引导汇聚为具有严

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网络聚合犯罪所呈现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聚合性特征，并

非简单的数量相加，而是危害行为在“同向”作用基础上的危害性叠加，这种危害性叠

加甚至会造成多种法益同时受到侵害。

（一）网络聚合犯罪的内涵

网络聚合犯罪是内生于网络空间并长期演变，基于主体间无共同故意的行为叠加、

结果叠加所形成的犯罪形态，其本质上体现为对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的累积与聚合。有

学者在对新型网络犯罪的研究中指出，新型网络犯罪均具有“积量构罪”的特征，并从

“罪量要素”的角度提出，新型网络犯罪作为典型的情节犯，情节严重的限制作用同“积

量构罪”构造相适应。① 而网络聚合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的统称，其关注点不仅在于网络

犯罪罪量要素，也不仅在于以“情节严重”所体现的“量”限缩犯罪的成立，而是对一

类网络犯罪的类型概括，主要包括：组织违法行为、聚众违法行为，如网络水军犯罪；群

体违法行为，如网络暴力犯罪；一对多、多对多海量化的帮助违法行为，如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犯罪、网络传授犯罪方法犯罪；具有产业性和链条性的网络黑灰产犯罪，如一对

一色情直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侵犯著作权犯罪，以及侵犯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犯

罪；流量操纵犯罪，如 MCN 机构操纵舆情行为 ②。

网络聚合犯罪作为以网络为犯罪空间的典型犯罪，打破了传统聚众行为的时空性条

件，是一种依附于网络进行重复聚众、累加聚合的犯罪类型。网络聚合行为使得网络违

① 参见皮勇：《论新型网络犯罪立法及其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0 期，第 135-136 页。

② MCN 舆情操纵是指多频道网络机构（Multi-Channel Network，简称“MCN 机构”）依托规模化数字矩阵，通过算法干

预、信息传播、流量劫持等技术手段，策划、发布虚假信息或制造热点话题，干预、误导网络舆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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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犯罪行为可以持续地、以侵害状态的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同其他相关联的违法

犯罪行为进行反复的、累加的聚合，成为一种新型的继续犯。例如，中央网信办 2022 年

11 月印发的《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网暴治理通知》）第 4
条要求“坚决打击借网暴事件蹭炒热度、推广引流、故意带偏节奏或者‘跨平台搬运’、

‘拼接’虚假信息等恶意营销炒作的行为”。此类行为的核心危害性在于通过对网络流

量的引导、操控，将微小违法甚至生活行为，汇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从核心

属性上看，网络聚合犯罪通过操控、欺骗、煽动、引导、组织、利用，甚至控制网民实施群体

性的中立行为、违规行为、违法行为，通过网络将犯罪行为碎片化、分割化，演变为一种参

与人数众多的违法行为，或者产业化、链条化、相互协作化的犯罪行为。因此，网络聚合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网络聚合为基础，具有动态化的不可控性和扩张性。例如，网络传

授犯罪方法和网络侵犯商业声誉、商品名誉等犯罪，其一对多传授犯罪方法、多对一侵犯

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行为方式，在降低犯罪门槛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下游犯罪实施

和既遂的可能性。网络聚合犯罪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已有网络犯罪中网络聚合共性特征

的提炼总结，也是对传统刑法理论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发展，能够为解决网络犯罪聚合

性带来的刑法评价困境，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规制路径。

（二）网络聚合犯罪的特征

网络聚合犯罪中，传统的共同犯罪演变为群体性的共同违法、帮助违法行为，行为人

之间不再依靠共同行为、共同意思联络、主观明知等要素进行连结，而是以协作式、同向

违法犯罪行为为主要形态，具有网络聚合性、法益侵害的持续性和累积性，呈现出实行行

为去中心化、主观责任模糊化等特征。

1. 法益侵害具有多重性和溢出性

网络犯罪侵害法益具有天然的多重性，诸如侵害数据安全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等均指向多重交叉的法益类型。网络聚合犯罪在主体范围、危害行为辐射面等层面

均具有扩散性和多元性，使得网络犯罪法益侵害的溢出效应不断强化，也更加突显责任

主体多元化、主观罪过分层化与复杂化。网络聚合犯罪中的溢出性还体现为法益侵害性

的跨域溢出，通常表现为自特定被害人的个人法益向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集体法益蔓

延，一个犯罪或者一类犯罪同时侵害数种法益、同时触犯《刑法》分则不同章节罪名的

情形与时俱增。例如，在“尚某寻衅滋事案”中，被告人散布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和现

实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并在相关领域和行业中形成非法影响。③ 行为

人基于特定的主观罪过实施的指向特定法益的行为，在网络聚量性的影响下，往往会辐

射侵害其他法益，产生超出主观罪过、超出指向法益之外的溢出后果。对于这种法益侵

害的外溢后果，是认定为危害结果，还是仅作为一种情节严重的情形予以评价仍然存在

较大争议。有鉴于此，2022 年《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 1 条、2016 年 12 月出台的《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③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 01 刑终 535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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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电信诈骗意见》）第 1 条，均将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目的，从

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扩大为对电信网络秩序、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

全的保障。2023 年 9 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惩治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惩治网络暴力意见》）第 1 条也明确指出：

“网络暴力行为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

众安全感。”这些规定都体现出对网络聚合犯罪法益侵害溢出效应的回应。

2. 危害行为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

网络聚合犯罪是传统聚众犯罪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在此类犯罪中，网络不再被简单

作为犯罪的工具，而是成为犯罪的空间或者平台。对此，有学者指出，网络空间在网络聚

众犯罪中不仅担负着“犯意发酵场所的角色”，同时也担当着“犯罪实施场所的功能”。④

网络聚合犯罪中，依托于网络空间的特性，行为人与行为相分离、线上行为与线下行为错

时空存在。一方面，行为人实施的线下行为体现到网络空间中后，网络线上行为便脱离

于行为主体，“自发”地进行交互、传播和扩散。这就导致行为人在实施相关违法犯罪

行为之后法益一直处于受侵害的状态，也即法益侵害结果或者危险一直在积累汇聚和增

加。另一方面，线上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具有持续性，线下行为结束但是线上行为及其对

法益的侵害却继续存在，这种对法益的持续侵害使其成为新型的继续犯。以此为特征，

网络聚合犯罪触犯的罪名主要集中在侵犯名誉型犯罪，如侮辱罪、诽谤罪⑤；传播、传授类

犯罪，如传播淫秽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信息数据类犯罪，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如侵犯著作权罪；新型网络犯罪，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罪等。

网络聚合犯罪的核心特征之一是量的汇聚性和累积性，尤其网络聚合犯罪的产业

化、链条化，更加使网络犯罪演变为一种新型的“必要的共犯”形态。随着网络在犯罪

中作用的增强，网络犯罪组织结构及罪量要素被网络分割，形成了危害行为碎片化、分工

明确化的“协作型”犯罪，这种犯罪形态打破了共犯与正犯之间的从属性，弱化了实行

行为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与之相对应，在网络聚合犯罪中，危害行为、危害后

果都可能是由海量微小行为所共同构成，体现出明显的“聚量化”特征。这种聚量化特

征在实行行为去中心化的基础上，将网络犯罪分割成紧密连结的多个环节，多个环节又

被分割为无数微小危害行为甚至是表面上中立的行为。

3. 行为人间无意思联络但有犯意的同向推进性

网络空间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使得犯罪危害行为碎片化的同时，行为人之间的意

思联络不断被弱化。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犯罪关系也在不断削弱共同犯意在网络聚合

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协助式犯罪、产业化犯罪或者链条化犯罪使得网络聚合犯罪

共同犯意的弱化进一步凸显。不同于传统聚众犯罪中首要分子的支配性，网络聚合犯罪

④ 参见张楚：《网络空间聚合型犯罪研究》，载《法治论坛》2018 年第 2 期，第 88-89 页。

⑤ 线下侮辱诽谤行为实施完毕后，线上的侮辱诽谤侵害行为却持续存在，成为一种线上的继续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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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意思联络上，都体现出对等性和协作性。网络聚合犯罪突破了以

实行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共犯模式，各参与主体间关系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在主观意思

上体现为仅具有相互协作化、流水线化的“单向意思汇聚”。然而，这种单向意思虽然互

不从属，却具有导向危害结果方向一致的同向性。详言之，网络聚合犯罪主体之间在主

观上具有犯意推进的同向性，其不同于传统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而是体现为各参与主

体之间犯意的同向推进性，这有别于传统共同犯罪的犯意联络。例如，在网络暴力犯罪

中，无论是首发者，还是积极参加者、推波助澜者，他们之间缺乏意思联络，但却对各自行

为引发网络暴力具有一致的指向性或者犯意的同向推进性。⑥

二、网络聚合犯罪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

网络聚合犯罪打破了以实行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刑法理论范式，实行行为的去中心化

和扁平化进一步凸显，对传统共犯理论、责任论、行为论、因果关系论等方面的挑战愈发

突出。传统的组织者、聚众者在犯罪中的主要地位不再明显，危害行为间的主从作用不

再突出，尤其网络聚合犯罪侵害法益的叠加性、危害行为的分割性、危害行为碎片化、实

行行为去中心化、责任认定模糊化等特点，导致传统刑法理论对行为人、刑事责任、因果

关系等方面的认定存在困难。

（一）网络聚合犯罪实行行为去中心化对传统共犯理论的挑战

传统共犯理论可以解决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责任认定问题。

但是，网络聚合犯罪作为网络空间中的新型犯罪类型，犯罪主体之间既相互依附和共生，

又相互独立、互不从属，将网络共同犯罪实行行为去中心化与链条化这两大特征合二为

一，在聚量的主体性、意思联络性等方面对传统共犯理论的适用带来了挑战。

1. 弱共生性的“协作关系”对传统共犯从属性的冲击

共犯从属性说是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通说，要求共犯成立须以正犯着手实行犯罪为

前提。网络聚合犯罪所呈现出的实行行为去中心化，使得犯罪参与行为对正犯的依附性

减弱，甚至不再具有依附性，传统的共同犯罪演变为一种必要的协作性犯罪，共犯从属性

说受到挑战。网络聚合犯罪中，共犯行为对正犯行为的从属性淡化，导致传统共犯理论

对于仅具有协作关系的聚合犯罪难以有效评价。一方面，网络聚合犯罪的发起者、支配

者并不具有传统共犯中的核心地位，其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更多是基于对参与者违规、

违法甚至中立行为的诱导和利用。以网络暴力犯罪为例，网络侮辱诽谤言论的首发者、

倡导者不同于传统犯罪中的组织犯、聚众犯，其并不像组织犯、聚众犯那样对犯罪具有主

导和支配作用。网络侮辱诽谤言论的首发者、倡导者对结果的发生不具有可控性，对于

参与主体、参与行为，以及造成的危害结果均缺乏明确认识。另一方面，网络聚合犯罪的

参与者并不受犯罪发起者、支配者的领导，而是基于对其发起话题、挑起事端的认可和追

⑥ 参见李淼：《网络暴力犯罪“法不责众”的规制难点与刑事应对》，载《当代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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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或者基于自身违法犯罪的实际需要而参与到犯罪中来。而且，聚合犯罪参与者之间

也是一种松散的共向协作关系，既不存在典型的实行行为，也不存在实行行为的分担行

为，各聚合犯罪行为在共同方向下最终引发了危害结果。因此，面对网络聚合犯罪打破

共犯从属性带来的归责困境，刑法理论亟待进行适应性调整，实现对弱依附性、去中心化

网络聚合犯罪的有效规制。

2. 主观明知模糊化的“群体化行为”对责任认定的挑战

网络聚合犯罪突破了传统共犯理论对成立共同犯罪所要求的共同故意要件，在网络

聚合犯罪模式下，各行为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在网络聚合犯

罪松散的协作关系下，各行为主体之间通常不仅没有犯意联络，而且缺乏对彼此行为的

主观明知，行为人之间互不关心彼此行为的性质，违法犯罪帮助提供者与受助者各取所

需，双方既无法确认对方身份，也无法全面了解对方的犯罪行为。⑦ 根据传统共犯理论，

对于不存在意思联络或者不存在犯罪明知的主体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无法适用“部

分行为，整体责任”进行追责，而是由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网络聚合犯罪中，参

与者具有开放性与无限扩张性，主体之间缺乏意思联络，如果将最终的法益侵害结果归

属于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参与主体，实际上是要求个体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严重偏离

了责任主义原则的要求。对此有观点指出，将聚合犯罪的可罚性基础诉诸“倘若人人皆

如此”的观念之上，利用刑法去规制群体行为失范造成的危害结果，则会使所有的失范

行为都成为刑法潜在的规制对象，甚至产生“生活圈即犯罪圈”的风险。⑧ 此外，对于聚

合犯罪所引发的结果，还有观点认为此类危害结果多属于小概率事件，不符合传统刑法

关于法益保障、罪刑相当的基本要求，具有间接处罚的风险。⑨ 因此，对于不断更新迭代

的网络聚合犯罪，如何确定行为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与边界，使刑法在发挥法益保护功能

的同时恪守责任主义原则的要求，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网络聚合犯罪行为碎片化对传统行为论的挑战

传统行为论对实行行为和行为主体均有一定要求，实行行为往往表现为一个具有明

确起止点、相对独立且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单元；在行为主体上，犯罪行为通常由特定

的行为人实施，行为主体相对明确。网络聚合犯罪实行行为的碎片化使得传统犯罪行为

被切割为若干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共生的碎片化行为，导致行为定性和结果归属的判断

难题。网络聚合犯罪中，传统单一的犯罪实行行为经过网络切割，演变为网络共同违法、

网络共同违规、网络共同侵权行为。例如，TXT 小说网 ⑩ 等小型盗贴网站可能仅存在数

量很少的侵权复制品，但通过 SoDu 网 ⑪ 等搜索引擎的链接行为，导致上述盗贴网站中的

⑦ 参见周芬：《网络黑灰产态势及刑事治理刍议》，载《案例法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⑧ Vgl. Silva Sánchez, Die Expansion des Strafrechts, 2003, S.75.
⑨ 参见陈洪兵：《“情节严重”司法解释的纰缪及规范性重构》，载《东方法学》2019 年第 4 期，第 87 页。

⑩ TXT 小说网为盗贴网站，进入该盗贴网站主页，可以发现网站各类可供下的小说不过 500 本，在违法所得数额上，该网

站难以达到 3 万元的数额标准。

⑪ SoDu 网为链接网站，其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盗贴小说的更新链接，网民输入任何一本热门的网络小说的名字，均会得

到根据章节顺序排列的小说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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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复制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此时，盗贴网站因其涉案数额较小无法构罪，而

具备明显社会危害性的搜索引擎链接行为也无法依照“共犯”进行定罪处罚。虽然实

行行为的网络碎片化将实行行为切割为不特定数量的微小侵权违法行为，但整体的社会

危害性依然存在，甚至被放大。此种情况下，根据传统行为论，往往难以追究刑事责任，

而只能追究相关个体的民事侵权责任或行政违法责任。以网络暴力为例，对于网络暴力

的发起者、不同情节的参与者，如何确定其刑事责任仍需要进一步明确。从作用力上讲，

首发者、积极参加者起主要作用，如果是共同犯罪，处罚积极参加者具有正当性。但是，

网络聚合犯罪中，能否处罚积极参加者，积极参加者能否代表聚合犯罪整体行为，是否存

在部分行为代替整体行为受罚等问题，均需给予回应。

同传统的共同犯罪相比，网络聚合犯罪主要体现为对违规行为、侵权行为、未达到犯

罪构成罪量标准的违法行为，甚至中立行为的聚合。由于网络聚合犯罪中的参与主体数

量是无限扩展的，使得网络聚合犯罪碎片化特征不断强化，同时进一步分解了传统犯罪

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甚至主观罪过，使得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被分割为无数个碎片

化的群体性侵权行为、违规行为，但其社会危害性却超越了传统犯罪。尤其是共同犯罪

演变为协作式犯罪后，以网络黑灰产犯罪、电信诈骗犯罪为典型，从提供个人信息，到供

卡、骗术、诈骗、取钱等形成了相互协作配合的产业化链条。例如，网络黑灰产犯罪行为

被分割为多个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很难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甚至很少受到

行政处罚。由于“正犯”行为的缺失，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帮助行为也难以评价为犯罪，

相应的技术帮助行为的实施者也可能会逃脱刑法的规制。在网络聚合犯罪中，精细分工、

环环相扣的犯罪链条，将原本完整且统一的实行行为“化整为零”，使其成为分割化、肢

解化的实行行为碎片，实行行为的中心地位在不同维度被弱化消弭。⑫ 在这种犯罪模式

下，完整的实行行为在不同主体的接力下依次完成，各环节仅仅是实行行为的某一部分，

只有将各环节的实行行为碎片拼接组合，才能形成符合构成要件和刑法规范的完整实行

行为。但是，由于犯罪链条交织、涉案人员众多等多重因素，致使被切割化、碎片化的实

行行为，往往难以在刑法规范中找到合适的罪名进行评价。⑬ 又如，司法实践中针对“一

对一”色情直播是否构成犯罪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此类案件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认定在网

络平台实施“一对一”直播行为的行为性质。线下实施“一对一”色情表演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是有限的，并不能将此类行为认定为传播行为。但是，由于网络的聚合性和开

放性，使得“一对一”色情直播在形式上具有单一性，但在实质上却属于聚合在某个网

络平台上、被网络碎片化的不特定、多频次的色情表演行为，这种不特定、多次的单一色

情表演行为被网络聚合在一起，是否应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网络聚合犯罪溢出效应、聚众效应对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挑战

网络聚合犯罪法益侵害的外溢效应和叠加累积效应，引发了因果关系判断问题。

⑫ 参见喻海松：《网络犯罪形态的碎片化与刑事治理的体系化》，载《法律科学》2022 年第 3 期，第 62 页。

⑬ 参见刘宪权、王哲：《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22 年第 10 期，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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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因果关系的成立需要在条件说基础上满足“相当性”要求，但是

由于网络聚合犯罪的碎片化，根据一般生活经验难以判断网络聚合犯罪行为与危害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依据客观归责理论，由于网络聚合犯罪的碎片行为表现为微小危害

行为，甚至是表面的中立行为，也难以认定其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因此，在网络

聚合犯罪的模式结构下，单一行为与其他类似行为以聚合的态势造成了法益侵害，如果

回溯式地辨析单一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多只能认定为间接原因。例如，

网络空间中的热点议题能够迅速吸引大规模、海量性的网络用户参加，一般违法行为在

网络空间特有的时空中发生聚集，逐步演变成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是对于

此种情形，由于网络聚合犯罪的碎片化特征以及外溢效应与叠加效应，刑法却难以认定

因果关系。对于网络暴力与被害人自杀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就有观点指

出“此类严重后果是小概率事件，一般难以契合法益目的、犯罪类型和罪刑相当的要求，

否则将造成间接处罚”⑭。在网络黑灰产犯罪中，下游犯罪与网络帮助行为之间的因果关

系更加难以认定。因此，针对网络聚合犯罪碎片化、微小化所造成的因果关系评价困境，

应当在防止间接处罚的基础上，探索从因果关系个体认定转向因果关系整体性评价的

规制路径。

三、网络聚合犯罪刑法规制的理论基础

网络聚合犯罪中的单一行为一般不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而主要体现为违规行

为、违法行为、中立行为甚至生活行为。但是，由于网络的聚合性，使得这些轻微违法甚

至中立行为引发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刑法对网络聚合犯罪评价的核心逻辑在于，

大量行为积聚对法益造成了聚合性侵害，这也成为网络聚合犯罪刑事归责的客观基础。

（一）网络聚合犯罪刑事处罚的必要性

网络空间的聚合性，使个人违法行为升级为群体违法行为，以共同违法、共同侵权、

共同违规的形式体现。网络聚合犯罪的行为结构体现为，通过网络实施轻微失范行为，

甚至中立行为、生活行为或者业务行为，虽然单一个体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但同类

行为聚合叠加在一起，所引发的聚合结果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⑮ 如果不通过刑罚

对具有聚合性的轻微违法行为进行威慑，那么此类行为的累积效应必然将导致严重的

法益侵害。⑯ 例如，对于利用真假热点事件、真假话题操控舆情的行为，虽然被操控者的

行为大多是中立性质行为，但操控者正是利用了网络匿名环境下行为主体易于“去个

体化”的特征，通过形成集体舆论控制严重损害网络空间秩序，具有刑事处罚的正当性

和必要性。

⑭ 前注 ⑨，陈洪兵文，第 86 页。

⑮ 参见冷必元：《群体性网络暴力累积危险行为的刑法治理》，载《法治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31 页。

⑯ Vgl. Frank Saliger, Umweltstrafrecht 2. Aufl., 2020, Rn.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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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中，处于匿名化状态的社会成员在获得前所未有的个性化独立的同时，也

受网络易传染性和可复制性的影响，不断地产生“去个体化”现象，⑰ 很容易衍生为网

络空间中的群体行为。网络聚合犯罪中，去个体化的群体成员虽然相互独立，但在行为

上却具有同向性，一旦群体中出现引导性的违法行为，去个体化的群体成员便会被其感

染甚至无意识协同，最终在累积作用下造成严重的法益侵害结果。对此，有学者强调，利

用互联网络实施传统犯罪行为本身就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⑱ 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 2010 年 5 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 74 条将“利用互联网或者其他媒体公开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规定为严重

情节，而没有进一步规定需要满足特定的点击量、浏览量与转发量。

当前，刑法制裁网络聚合犯罪的主要障碍，在于法不责众的传统思维，但是“‘法不

责众’意味着法律将成为一纸空文，且可能随着‘破窗效应’的逐渐放大而透支公信力，

给予民众国家法治状况、政府执法能力的负性判断符号，进而激发更多性质恶劣的违法

甚至犯罪动机”⑲。例如，网络侮辱诽谤的传播打破了传统一对一的单向线性传受关系，转

而体现为多对一、多对多的裂变传播模式，甚至不断演变为网络暴力。⑳ 在法不责众的惯

性思维模式下，“随大流”的网暴参与行为被忽略，大量微小的对他人的违规侵权行为

经历了“被忽视、被接受、被重复，进而常态化的过程”，进而演变为一种被人们所默认的

日常生活实践。㉑ 因此，以法不责众或者没有造成直接危害后果等观点回应具有严重社

会危害性的网络聚合犯罪是不合理的，违背了网络空间特殊犯罪类型的治理逻辑。网络

聚合犯罪作为网络空间中的特有犯罪类型，有着不同于传统犯罪的行为结构和社会危害

性，放弃对网络聚合犯罪进行刑法规制，仅以民事侵权责任定性无法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也无法有效回应信息网络时代犯罪治理的新要求。例如，网络侮辱诽谤演变为一种网络

聚众型犯罪，呈现出分散化、去中心化特征，打破了侮辱诽谤犯罪主要以侮辱、诽谤言论

为载体进行传播的传统理念。网络侮辱诽谤行为在侮辱、诽谤实施者发起侮辱诽谤言论

之后，便产生了众人参与模式，这就造成单独行为因达不到相应的犯罪标准而不具有刑

事处罚必要性，但相关行为被网络汇聚之后却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此类行为予

以刑法规制显然是有必要的。

（二）网络聚合犯罪的刑事违法性

网络聚合犯罪典型地体现为网络共同违法行为，以及一对多、多对多违法犯罪行为，

诸如经常引发社会关注的网络暴力犯罪、帮助违法行为、“一对一”色情直播等行为，均

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对此，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网络聚合犯罪刑事违法性认定的难题。

⑰ 参见［美］金伯莉·J. 达夫：《社会心理学：挑战你的成见》，宋文、李颖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6 页。

⑱ 参见张明楷：《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探究》，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3 期，第 66-67 页。

⑲ 刘哲等：《网络侮辱案例之办案探析》，载《中国检察官》2022 年第 10 期，第 9 页。

⑳ 参见范敏、周建新：《信息演变与权力博弈：重大疫情下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机制》，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 年

第 4 期，第 65 页。

㉑ 参见李娜：《“积习难返”：日常性违规的生成机理及其后果》，载《思想战线》2018 年第 3 期，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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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刑法教义学的层面对网络聚合犯罪进行解构，主要可以将其还原为必要的共同违

法犯罪形态、间接正犯形态，以及新型继续犯。网络聚合犯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在现

有刑法罪名体系之下，以法益侵害性为导向，以传统罪名构成要件向网络的延伸化解释

为路径，探究符合网络聚合犯罪特征的回应模式。

1. 必要的共同违法犯罪的刑事违法性

同传统刑法中“必要的共犯”概念类似，网络聚合犯罪使得“组合体责任”“集体

责任”的形式增强。对于此类聚合犯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在明晰网络组合体责任的

基础上，突破传统因果关系论的理论束缚，赋予义务犯更多的解释空间。所谓组合体责

任是指网络空间中不特定行为人偶发的相互结合引发严重危害后果，或者不同行为、不

同行为结果相互叠加、不断累积引发严重危害后果，由网络空间中的参与者、管理者作为

一个组合体为危害结果承担责任。传统共同犯罪责任承担中的“部分行为、整体责任”

和“因果共犯论”，都无法解决网络聚合犯罪的刑事违法性认定问题，因为网络聚合犯罪

更多的属于“协作式”犯罪，不具有紧密的勾连性和主观明知或者意思联络，但却又共

同造成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对此亦需要认定刑事违法性。

网络开放性所诱发的“虹吸效应”，使网络聚合行为成为一种必要的共同违法行为，

或者必要的共同越轨行为，包括了倡导者、首发者的聚集行为、倡导行为、发起行为等“引

流行为”，积极参与者、一般参与者的“促进行为”，以及具有监督管理义务的网络平台主

体的不作为行为等多方主体行为，其共同构成了聚合违法犯罪行为。网络聚合犯罪中的

引流行为、促进行为，以及负有监督管理义务、中断或者删除义务而不履行该义务的不作

为行为，与后续参与行为之间虽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应当对不履行作为义务承担不作

为责任。鉴于网络聚合犯罪所呈现出的必要的共犯特征，刑法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罪名，2021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的《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电信诈骗意见（二）》）也强调对上下游关联犯罪实行全

链条、全方位打击。

2. 新型间接正犯形态的刑事违法性

网络聚合犯罪模式下所形成的新型间接正犯，主要体现为对群体行为的利用，即引

导不特定多数的他人，去实施非犯罪的中立行为、生活行为或者业务行为，而这些中立

行为、生活行为或者业务行为累积叠加造成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结果，此类网络聚合

犯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亦可借鉴传统间接正犯的适用规则。有鉴于此，《网暴治理通

知》第 4 条对首发、多发、煽动发布网暴信息的账号进行了从严惩处。从间接正犯的构

成来看，当首发、多发、煽动者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聚合”具有支配性和控制性时，便具

有了间接正犯的特征。支配性和操控性的判断，应当立足于网络空间行为、网络信息传

播规律进行具体化判断，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利用，即行为人对他人行为具有支

配性，控制聚集违法行为造成危害结果；二是间接利用，即行为人实施了具有导向性的行

为，通过引导他人行为来积聚违法行为造成危害结果。无论哪种利用，都往往体现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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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利用法不责众观念、利用群体行为从事犯罪活动。而在主观上，被利用对象具有不

明真相性，甚至放任性、过激性；在客观上，被利用对象主要实施的是中立行为、违规行

为、违法行为。从刑事可罚性上讲，对于仅具有导向性的“聚量”行为，不宜犯罪化；而

对于故意支配他人违法行为的聚合行为，则应进行犯罪化处理。

3. 新型继续犯的刑事违法性

信息技术对时空规则的二次形塑，使得原本不以“构成要件的持续该当”为成立

条件的犯罪，因网络聚量性而表现为行为人线上行为的持续实施，使其成为事实上的继

续犯，㉒ 这也为此类网络聚合犯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提供了理论支撑。例如，在聚量型

网络侮辱诽谤行为中，大量原子化、碎片化的行为人，持续性地在网络上发布、散播损害

他人名誉的不实信息，构成要件行为成为一种动态化的行为。同时，行为人发布的信息

在网络中持续存在，并能够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对被害人造成持续性的名誉损害。虽然

也可以将网上发布的信息视为线下发布行为的结果，但从法益侵害性上看，行为人发布

到网络中的造谣信息，并没有因发布行为的结束而停止法益侵害，而是继续造成法益侵

害。例如，线下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实施完毕即不再存在，而通过互联网传授犯罪方法，

并不会因为行为人发布犯罪方法行为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会持续在网络中“传授”犯罪

方法。而且，由于网络聚合犯罪中的线上行为或影响持续存在，行为人基于先前的发布

行为而产生了删除、撤回或者中断义务，不履行该义务亦有构成不作为犯的可能，这使

网络聚合犯罪成为作为犯与不作为犯并存的一种犯罪类型，为刑法规制提供了行为论的

评价基础。

（三）网络聚合犯罪结果归属的累积性判定机制

2013 年 9 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

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网络诽谤解释》）第 2 条规定，

“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情节严重”。对

此，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缓和的结果归属”，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普遍现

象。㉓ 美国刑法学者范伯格曾经针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提出了累积性侵害概念，并指出

其是由群体行为而引起的侵害，但群体中任何个人的行为自身不足以引起侵害。㉔ 德国

刑法学者库伦曾以“水污染罪”为例分析指出，单个的污染行为虽然无害，但必须处罚，

以避免之后有人以相同的方式步其后尘而带来严重的危害环境的行为。㉕ 累积犯理论某

种程度上回应了网络聚合犯罪刑法规制的正当性，除此之外，网络聚合犯罪承担刑事责

任的基础，更在于网络聚合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网络聚合犯罪作为轻微违法

行为刑事可罚的前提，是该行为的易传染性和可复制性所形成的累积效应，包括海量行

㉒ 参见陈毅坚：《继续犯的竞合形态研究——以周彩萍等非法拘禁案为切入》，载《刑事法判解》2012 年第 2 期，第

89 页。

㉓ 参见张明楷：《论缓和的结果归属》，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261-263 页。

㉔ See Feinberg Joel, Harm to Oth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25-237.
㉕ Vgl. Kuhlen, Der Handlungserfolg der strafbaren Gewässerverunreinigung, 1986, S.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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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然存在，以及海量行为虽尚未形成，但已经具备被他人效仿而大量实施的风险等情

形。㉖ 例如，单纯的“养卡”行为与批量注册网络账号、刷单炒信行为类似，此类行为只

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或违法阈值，才能累积性地对法益造成侵害。㉗ 无论是批量“养卡”，

还是注册网络账号，个别行为与法益侵害都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当行为人所掌握的手

机卡或网络账号达到相当的规模，才能因果性地引起对相关法益的危险或实害结果。

司法实践基于网络聚合犯罪的特有属性，对于网络聚合犯罪的规制体现出了独立化

规制、前置化规制的回应思路，分别对横向的帮助行为、纵向的预备行为进行打击，切断

网络聚合犯罪导向严重危害结果的犯罪路径。一方面，对于网络聚合犯罪的帮助行为，

强调从行为的初始阶段避免其传播范围扩大，确立网络聚量的“阻断机制”，切断网络聚

量的客观条件。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第 3 条，将传播违法视频文件二百个、违法信息

二千个，或者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利用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三千以上的通讯群组、关

注人员账号数累计三万以上的社交网络传播违法信息，作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情形。其中，不管对于违法视频文件、违法信息数量的

规定，还是对于传播的用户账号数量、通讯群组规模、社交网络规模的规定，均体现了《非

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对聚合犯罪聚量性的专门回应。另一方面，对于网络聚合犯

罪的预备行为，从当前司法实践的回应模式来看，普遍将网络聚量的数量规模作为判断

刑事可罚性的主要依据。例如，《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第 10 条将“设立用于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数量达到三个以上或者注册账号数累计达到二千以上的；设

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讯群组，数量达到五个以上或者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

一千以上的”等直接作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情节严重的情形进行制裁，以数量规模作

为推定导向聚合犯罪严重危害结果的可罚性标准。这是因为，设立网站、通讯群组或者

群组成员账号数量累计达到一定规模后，对于后续用以实施诈骗、传播淫秽物品、销售违

禁物品等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危害性都被放大。

尽管网络聚合犯罪不再属于传统的共同犯罪形态，聚合行为和参与行为之间相互独

立，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协作共同造成了危害结果，便使其具有了刑事可罚性的基础。

因此，网络聚合犯罪的归责，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刑法理论以实行行为为中心的评价

模式，转而以聚合结果为中心制裁关联犯罪行为，此类关联行为通过网络的累积效应，对

聚量危害性结果起到了引发、推动和促成作用。同时，网络聚量所形成的危害结果是关

联聚合行为所常态化、合乎规律地引发，而非异常的引发结果。例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技术支持、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虽然不属于诈骗罪实行行为，但由于其引发的严重聚

合性危害后果以及对诈骗罪的促进作用，即使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查证被帮助对象是

㉖ 参见孙国祥：《累积犯视野下“严重污染环境”的新诠释》，载《政法论坛》2024 年第 4 期，第 89 页。

㉗ 参见马永强：《正向刷单炒信行为的刑法定性与行刑衔接》，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24 期，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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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达到犯罪的程度，但相关数额总计达到一般规定标准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

果的，也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四、网络聚合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路径

“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的网络环境中，刑法围绕网络聚合犯罪的高发态势，

形成了预备行为实行化、共犯行为正犯化等回应模式，形成了因果关系综合认定、主观罪

过综合认定、危害结果打包评价的司法应对策略。对于网络聚合犯罪的刑法回应，在从

网络聚合犯罪聚量的条件、伴随行为等层面进行前置化规制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情节

犯、不作为犯的适用规制，以适配实行行为去中心化、碎片化后的犯罪形态。对此，应首

先明确网络聚合犯罪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在对聚合结果的发起行为、同向促进行为、相

关的不作为行为等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对聚合行为的时间、空间、方法等违法性状

态，以及定量标准、处罚条件等要素进行差异化设定，合理界分刑法的规制路径与边界。

（一）网络聚合犯罪的违法类型

传统共同犯罪理论基于分工分类法、作用分类法，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分类，这成为

共犯之间责任划定和分配的依据。但在网络聚合犯罪中，参与者的功能作用、犯罪分工

并不像传统共犯那样明确清晰，在责任认定与分配上需要引入新的标准。网络聚合犯罪

可罚类型的判定，应全面考量网络空间的特有属性对犯罪的影响，如犯罪的时间、发生的

网络空间类型、使用的方法等对犯罪的影响。网络聚合犯罪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样，

应是一种符合可罚性状态的危害行为。㉘ 换言之，网络聚合犯罪中的聚合行为、参与行为

原则上不具有可罚性，只是在符合了特定的状态之后，才具有了刑事可罚性。对此，结合

网络聚合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要求，以判断导致聚合结果的作用力为基准，可以将

网络聚合犯罪行为划分为如下类型：

1. 聚合结果的发起行为、积极同向促进的行为

引发聚量性危害结果的发起行为、积极同向促进的行为，各主体相互之间虽然缺乏

主观明知，但通过各自的“分工”链条默契化、协作化共同造成了危害结果。以网络暴

力犯罪为例，由于互联网所特有的跨时空性和公开性，相关网暴信息被迅速扩散、发酵，

其他不明真相的跟风者、转发者亦可对此发表任意性的评价与言论，即使行为发起者、积

极同向促进者对聚量性危害结果的发生缺乏意思联络，甚至缺乏希望发生聚量危害结果

的故意，但如果此类行为符合特定的可罚性状态要求，仍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基于

此种思路，《惩治网络暴力意见》第 2 条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规定要“依法严肃追究，

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

以及屡教不改者”。

㉘ 参见张东武、吴海伦：《轻罪治理视角下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治罪与治理》，载《中国检察官》2024 年第 13 期，第

39-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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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结果聚量的危险的行为

虽然某一行为没有造成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但具有导向危害结果的现实表征，这

种网络空间导向危害结果的现实表征亦具有可罚性。网络聚合犯罪汇聚的违法行为众

多，或者指向的侵害对象数量众多、侵犯的法益类型较多，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危害结果，

但只要造成了足以严重侵害法益的危险，也具有刑事可罚性。结合预备犯可罚性的标准，

对于聚合犯罪尚未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其可罚性边界的确定可以把握以下原则：客观

上具有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且产生了造成特定法益侵害的直接危险；主观上

以实施网络犯罪为目的，具有实施网络犯罪的直接意图。㉙ 例如，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的增设，回应了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发送违法犯罪信息的聚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该类行

为虽然对某一个被侵害对象而言所造成的损害很小，甚至没有造成损失，但针对一定数

量的对象发送信息则造成了严重的法益侵害风险与可能性。基于同样的逻辑，《电信诈

骗意见》第 2 条第 4 项、《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第 10 条分别对相关行为进行

了规制。虽然对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在互联网上发布诈骗信息浏览量累计五千次以上

的，或者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发送有关信息等行为，其本身并不当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但是，刑法对于此类行为进行规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或斩断网络聚合犯罪基于

聚量而引发严重危害结果的可能。

3. 流量操纵行为

网络聚合犯罪典型的体现形式即为流量操纵行为，此类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具有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应成为网络聚合犯罪刑法规制的重点。例如，2023 年 5 月以来，某 MCN
机构员工杨某某运营 30 余个自媒体账号，借助 AI 软件在网上搜集素材，编造制作“山

东发生一起毒饵害人凶案，因高利贷，下毒杀死 4 人”等多个虚假视频，制造舆论热点，

借机赚取流量收益，后被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㉚

4. 对聚合犯罪具有作为义务的不作为犯

网站平台、通信群组作为网络聚合犯罪的基础，相关具有作为义务的主体不履行义

务造成聚量性危害结果的，也具有独立的处罚必要性。㉛ 传统的共犯理论以正犯行为为

中心，但是网络犯罪聚量性的增强弱化了正犯的存在，使得犯罪成为违法行为的集合。例

如，《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规定，“致使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传播违法信息的”

属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该规定体现了对

聚合行为的前置化打击，即将“向二千个以上用户账号传播违法信息”作为聚量后果，

并予以刑法上的否定评价。此外，聚量发起者、引流行为者、促进行为者、负有监督管理

义务者、负有中断或者删除义务者，基于其先行行为、法律行为，或基于特定保证人地位

产生了相应的作为义务，上述主体如放任聚合结果的发生亦应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

㉙ 参见郑延谱：《预备犯处罚界限论》，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４期，第 245 页。

㉚ 参见张天培：《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案件 2300 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 2.1 万余个，清理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生态》，载

《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25 日，第 11 版。

㉛ 参见龚文博：《论网络暴力治理中的平台间接刑事责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 年第 6 期，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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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聚合犯罪的情节要素

在评估网络聚合犯罪社会危害性和责任承担上，针对网络聚合犯罪危害后果的多样

性，应当打破传统以单一定罪量刑标准为中心的评价模式，发挥传统情节犯的规制功能，

综合考虑侵害法益的数量、次数、程度、广度、规模、类型、时间、方法等判断刑事可罚性。㉜

1. 聚合行为的时间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犯罪高发期实施的相关行为，具有更大的聚量概率性，在

反映社会危害性的同时，也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此时的聚合行为更多体现为诸如

提供互联网接入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刑事立法和司

法对此均进行了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独立评价。对特定的热门话题、社会事件热点话题进

行聚量炒作也需严格规制。对此，《惩治网络暴力意见》第 2 条强调，要依法惩治借网

络暴力事件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行为，对基于蹭炒热度、推广引流等目的，利用互联网用

户公众账号等推送、传播有关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信息，符合《刑法》第 287 条之一规

定的，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

2. 聚合行为的空间

对于聚合行为空间的考量，首先是网络空间本身的规模，主要包括网络平台的规模、

微信群组的规模、固定用户的数量等指标。通过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通讯群组、网络平

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对于引发聚量性危害结果具有极高的危险。在具体的数量设定上，

可以借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第 10 条第 4 项规定，即向群组成员数累计达

到三千以上的通讯群组发送有关信息，利用关注人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三万以上的社交网

络传播有关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287 条之一第 1 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其

次是网络空间的面向群体和传播规模，处在评论环节、重点话题群组和版块，存在涉违法

犯罪风险的新闻、帖文、话题等信息的评论板块，以及涉及网暴等违法犯罪内容比较集中

的直播间，这些网络空间本身就具有法益侵害性或者法益侵害的高度危险性，也应成为

刑法重点关注的方向。

3. 聚合行为的方法

对于频繁的重复性倡导行为、煽动行为、提供明确具体的目标导向的行为或者方法，

具有归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例如，《网暴治理通知》第 3 条明确要求加强以匿名投稿、

隔空喊话等名义发布导向不良等内容的话题版块和群组账号的治理，及时关停网暴内容

集中的直播间，封禁违规主播，清理含有网暴信息的短视频，拦截过滤负面弹幕等。这些

措施的核心目的就是斩断网络聚合犯罪的路径，避免严重危害后果的发生。在刑法规制

的同时，还应加强行政治理、行业治理在聚合犯罪防控中的作用发挥。

（三）网络聚合犯罪的定量标准

现有司法解释中关于点击量、浏览量等数量严重标准的规定，实质上是一种具体危

险的推定依据，即根据点击量、浏览量等现有的量化情况来反映危害行为对法益的侵害

㉜ 参见卢勤忠：《程序性附加条件与客观处罚条件之比较》，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1 期，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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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并以此判断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于网络聚合犯罪定量标准，应在合理划定

犯罪行为类型、情节要素的基础上，针对其聚众效应、溢出效应等特征，以网络聚合犯罪

中“量”的审查为中心，探索符合犯罪规律的评价模式。

1. 定量标准的情节化判断：网络聚合犯罪溢出效应的回应

聚合犯罪所侵害的法益，虽然起初指向单一的被害人个体，但作为一种涉众性犯罪，

参与者数量、危害结果都被互联网放大，从单一法益侵害演变为对多类法益的叠加侵害。

传统以数额、数量为中心的定量标准存在滞后性。以传统单纯的量化标准来界定“情节

严重”存在疑问，在全媒体背景下，单纯以数量定罪无法准确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实

践中也存在一些软件要求用户强制转载或评论才能继续使用的情形，并且网络统计的数

量也容易产生误差。㉝ 单一量化指标某种程度上只能作为证明某一构成要件要素的直接

证据，并无法直接表明全案是否“情节严重”，有必要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由“形

式单一量化”转向“实质多元化”。“实质多元化”要求对网络聚合犯罪相关行为的效

果采取多元化的标准进行实质判断。同时，放弃采取形式单一量化标准，并不意味着摒

弃数量指标。应当认识到数量指标也是判断“情节严重”的重要标准之一，只不过并非

唯一标准；没有达到相应的数量标准也并不意味着不能入罪，如果其他的标准结合起来

能够认定相关行为对法益的侵害程度达到了需要刑法规制的程度，也应将其入罪。因此，

有必要将社会性影响、秩序性法益的侵害、严重的法益侵害风险等情节因素作为聚合犯

罪构罪的判断依据，以应对网络聚合犯罪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危害后果。

2. 聚合行为危害性的打包评价：网络聚合犯罪累积效应的回应

针对网络聚合犯罪的累积效应，应当在确定聚合行为达到侵害法益危险的规模或者

数量的基础上，采取打包评价模式，对网络聚合犯罪进行合理评价。一是按照持续时间

打包评价，这是对聚合犯罪作为继续犯的司法回应。网络聚合犯罪不同于单一微量行为

多次反复实施累积地对法益造成损害，其有别于传统的“多次犯”“连续犯”，而是强调

“多个社会主体”同类行为的汇聚累积对法益造成侵害。例如，《网络诽谤解释》第 4
条规定，“一年内多次实施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行为未经处理，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

浏览、转发次数累计计算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对此有观点认为，“通过累

积其他人的点击、浏览及转发行为扩张传统诽谤罪成立范围”，其实就是借助了累积犯理

论来规制网络诽谤犯罪。㉞

二是对于无法区别犯罪性质的对象进行打包评价。这种打包评价又包括两种限定

形式：（1）需要证明特定内容才构成犯罪。例如，司法实践中对于涉电诈犯罪型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认定，往往要求同时满足“流水 + 犯罪所得”的双重定量标准方可

定罪，即银行账户流水金额 30 万元以上，且其中诈骗所得在 3000 元以上，才能认定成立

㉝ 参见李麒、班艺源：《网络犯罪技术事实认定的认知考察与完善》，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㉞ 参见庄乾龙：《论虚拟空间刑事法网之扩张与克制——以〈网络诽谤解释〉为背景的分析》，载《刑法论丛》2014 年

第 2 期，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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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于行为人仅仅提供手机卡、银行卡，在无法查证其所提供

的银行卡用于诈骗所得数额，或者无法查证其所提供的手机卡、银行卡等是否被用于电

信诈骗犯罪，均不能认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㉟（2）将整体数量作为犯罪的

定量标准，同时规定例外剔除规则。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帮助行为面向的被帮助对象

是海量的，这就使得帮助行为基于海量被帮助对象的危害性叠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危

害性。因此，网络聚合犯罪涉案数量的海量性，使得聚合犯罪基于海量数量的聚合达到

了刑事可罚性标准，海量化的整体数量成为诸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等犯罪类型的定量标准。此种情形下，刑法所规制的并不是单一的行为类型，不再需

要证明单一行为或者行为对象的危害性，而是对网络聚合犯罪所聚合的整体危害性的评

价。例如，201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个人信息司法解释》）

第 11 条规定“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

信息不真实或者重复的除外”。此外，《电信诈骗意见》第 2 条第 4 项也确立了打包评

价规则，即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隐匿、毁灭证据等原因，致拨打电话次数、发送信息

条数的证据难以收集的，可以根据经查证属实的日拨打人次数、日发送信息条数，结合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关证据，综合予以认

定。此类规定正是基于网络聚合犯罪危害性叠加的考量，对相关海量数额难以查清的情

况下，便以综合认定的方式来确定相关行为的违法性与可罚性。对此应当明确，综合认

定不能等同于直接推定，仍然需要满足相应的证明标准。

3. 客观处罚性条件的限制适用：以聚量情节作为兜底处罚的构罪标准

除了针对网络聚合犯罪设定的打包评价模式之外，作为对打包评价模式的补充，对

于未达到刑法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定量标准，可以聚量性数量来补足，从而实现对网络

聚合犯罪侵害对象和侵害法益类型、数量多样性的评价。但是，将聚量性结果作为刑法

规制的客观性条件，并非放弃对刑事违法性和因果关系的判断，而是针对网络聚合犯罪

的特殊性探索出的限制性的构罪条件认定模式。例如，《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司法解释》

第 3、4 条分别将“致使传播违法信息，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标准，但是按

相应比例折算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和“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但

是按相应比例折算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作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致

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这一解释思路也体现了对网络聚合犯

罪中海量的危害行为对象、危害结果进行打包评价的对策模式，即数量未达到定量标准

时，基于网络聚合犯罪的聚量性来补足定量标准，按照相应比例折算进行处罚。基于同

样的逻辑，《个人信息司法解释》第 5 条第 6 项将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数量未达到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但是按相应比例合计达到有关数量标准的”

情形，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

㉟ 参见江西省宜春市万县人民检察院万检刑不诉（2021）Z64 号不起诉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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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聚合犯罪的责任认定

网络聚合犯罪可罚性的前提是行为人对聚合行为或者聚合后果具有罪过。网络聚

合犯罪刑法规制的风险在于，可能仅仅因为发生严重的危害结果就对行为人进行定罪，

进而走向淡化主观罪责、唯结果论的客观归罪模式。对于网络聚合犯罪的主观过错认定，

一般应将网络聚合犯罪引发的严重危害结果视为一种客观的超过要素，不需要行为人对

引发的危害结果具有认识，只需要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违反刑法或者前置

法即可。例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观罪过认定，只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帮

信行为可能会被用于犯罪即可，至于是否被用于犯罪、被谁用于犯罪及其造成的危害结

果会有多大，均不需要行为人认识。这种认定模式既能够解决网络聚合犯罪罪过责任认

定的困难，也兼顾了传统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和网络聚合犯罪的特殊性。

1. 责任认定的基础：从归因到归责导向下的责任归属判断

对于网络聚合犯罪责任归属的判定，应关注与聚量性危害结果有条件关系的行为，

对于创设了不被允许的危险的行为，如果该危险在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中实现，便将该

聚合结果归责于行为。㊱ 网络聚合犯罪行为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使得危害行为的实行者，

或者对危害行为具有加功力的参与者，跳出传统的归责主体范畴，而体现为一种多因一

果型的群体化责任。虽然网络聚合犯罪行为多元、主体多元，但行为导向聚量危害结果

却具有一致性，即使过程中出现了因果关系的错误或者出现了超出事前故意的结果，只

要没有超出导向聚合结果的主观罪过，网络聚合的发起者、关键推进者均应承担刑事责

任。从这个层面讲，网络聚合犯罪刑事归责判定的核心逻辑在于网络聚合犯罪本身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聚合犯罪造成的危害结果实质上属于一种客观的超过要素，或者属

于一种客观的处罚条件。行为人创设了导致网络聚合犯罪危害结果的危险，并且该危险

导向危害结果的合规律性没有违背其认识能力，即使经过网络累积效应、聚量效应引发

危害结果并不是行为人所积极追求，行为人也应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对于网

络暴力引发的被害人自杀结果，有观点指出，司法实践中将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归责

于行为人，并不是一种因果判断，对自杀等危害结果的归责不需要符合传统的教义学理

论，其作为一种责任分配机制，符合我国习惯法对于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效果预设

和本土安排。㊲ 这就是一种归责导向下的责任归属判断。

2. 责任认定的罪过类型：对聚合结果同向推进的罪过划分

网络聚合犯罪的犯意联络被淡化，打破了网络共同犯罪、网络聚众犯罪以行为或者

参与主体为中心，在责任认定上更加强调犯罪危害结果的汇聚性。网络聚合犯罪中，行

为的发起者并不确定是否会有后续的行为人加入，也无法掌控聚合行为的走向。此种逻

辑下，对于网络聚合犯罪的发起者或者参与者之间难以认定存在共同犯意。但是，网络

㊱ 参见徐伟勇：《从事实归因到规范归责——司法工作人员相关渎职犯罪中客观归责理论的应用探索》，载《人民检察》

2022 年第 S1 期，第 8 页。

㊲ 参见晋涛、范新玉：《习惯法中“自杀”的责任分配对结果加重犯的有限知识供给》，载《理论月刊》2019 年第 7 期，

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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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犯罪各主体之间具有危害结果、犯罪故意形成的同向推动性，在主观上具有概括的、

同向的犯意联络或者主观罪过。网络聚合犯罪参与者往往在先行危害行为基础上，继续

实施同先行危害行为相同向的行为，即形成了同向推进的共同犯意。这虽然在形式上打

破了传统的意思联络要件，但是互联网的特有属性又使得各行为之间的聚合性、共同性

更加紧密，各聚合行为人对聚合行为具有概括的故意，并各自实施行为来同向推进危害

结果的发生。因此，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同向聚量的行为，即可以认定其具有聚合的

犯罪故意。聚合的犯罪故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1）融合型的犯罪故意，即传统的犯意

联络型的合意，这种主观罪过具有沟通和联络，可以根据传统理论予以评价。㊳ 行为人以

特定的噱头、热点话题，通过网络操纵、炒作、引导等行为，将不特定的多数人汇聚的网络

空间，以“带节奏”的形式引导参与者实施共同指向特定结果的行为，希望通过自己的

行为产生聚量性的危害结果。（2）并合型的犯罪故意，更多地体现为对聚合结果的放任。

各网络行为主体之间并不具有意思联络，实施了单独的行为且互不隶属，但是其各自单

独的行为背后却有着共同的、概括的犯罪指向，相当于具有共同指向的犯意的并合。此

种罪过类型下，网络聚合行为主体之间是一种放任的意思联络，其不同于同时犯或者不

具有犯意联络的传统犯罪，各行为主体均明知不是自己单方在实施某一行为，而是与某

个或某些他人共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尽管各主体的动机、目的、主观认识具有差异性，

但基于他们对相互行为具有朝共同方向汇聚的认识，对此应当认定为行为人对聚合结果

具有主观罪过。

除了以上作为犯主观故意类型之外，还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聚量危害结果的危险

创设者不履行报告义务、监督义务或者阻止义务而存在的不作为犯的主观罪过。网络聚

合犯罪的作为义务主要体现为报告义务，尤其是网络聚合犯罪的操纵者、发起者、倡导者

等，作为危险源的创设者具有消除危险的义务。作为义务体现为自己阻止，或者向国家

有关管理部门、网络平台管理者进行举报。如果未能履行该义务，即使对于聚量的结果

不具有预见性，但由于其未能履行消除风险的义务，对于后续基于聚量性产生的危害结

果依然要承担不作为的责任。从罪过类型上，对于网络聚合犯罪不作为犯主要以犯罪过

失为主，部分属于放任型的间接故意。对于不作为犯的认定，应当在严格厘定作为义务

来源、作为可能性的基础上，结合其不同罪过形态合理划定刑法的处罚边界。

五、结 语

网络的开放性叠加网络聚合犯罪聚众效应、溢出效应、累积效应的增强，使得网络轻

微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被不断积聚，最终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给中国传统刑法理论、

立法和司法均带来了挑战。网络聚合犯罪从传统的聚众造势转向“聚量造势”，网络聚

合犯罪行为人之间缺乏对彼此存在、彼此行为性质的明知，客观上体现为必要的共同违

㊳ 参见高德胜：《论信息共同犯罪的基本构成》，载《学术交流》2005 年第 12 期，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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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共同侵权甚至是中立行为、生活行为，以及新型的间接正犯和新型的继续犯等形态。

针对此种新型犯罪模式存在的因果关系网络稀释化、实行行为碎片化、主观罪过模糊化，

诸如预备行为实行化、共犯行为正犯化等预防型思维，以及强调结果归责、打包评价等实

践探索经验，均不断在刑法中得到体现。对于网络聚合犯罪的刑法规制，仍应在传统刑

法框架内作出照应性调整，对于聚合结果的发起行为、积极同向促进的行为、具有结果聚

量的危险的行为，以及对聚合犯罪具有作为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应在推进义务犯等传统

理论适用的同时，从刑事违法性、可罚性状态等层面明确刑法规制的路径。此外，面对网

络聚合犯罪，中国刑法应在扩展法律义务圈、法律责任圈和违法犯罪圈的同时，防范滥用

预防、过度预防等风险，应加强对预防性规制的规制、对预防性权力的制约、对预防性义

务的公平合理设置，㊴科学实现预防犯罪、制裁犯罪与防范刑罚圈滥用和犯罪圈过度扩大

化的平衡。

Abstract: Network aggregation crime, as a type of crime in which harmful consequences 
arise from network aggregation and group behavior, lacks both subjective awareness of 
intentional contact between the various actors and a shared act of commiss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mulative, spillover, and aggregation effects, such crimes often cause 
serious social harm. However, as network aggregation crimes primarily involve the illegal 
aggregation of violations, infringements and even neutral or daily day behavior, they posses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dilution of causality, fragmentation of criminal conduct, and the 
blurring of subjective fault. In this regard,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theories centered on 
individual acts of commission have serious inadequacies in identifying the act, causality, 
and guilt of network aggregation crimes. Given the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chain-like, and 
collaborative pattern of network aggregation crim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unique 
features of such crimes, with a focus on the allo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umulative 
harmful outcomes. This should align with the traditional criminal law theory of duty crimes, 
rationally delineating the punishable types, states, and quantifiable standards for network 
aggregation crimes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fault of the actor, thereby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evention of criminal behavior and the prevention of excessive punishment 
under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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㊴ 参见黄文艺：《论预防型法治》，载《法学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20-21 页。


